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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的影响* 

袁加锦  刘莹莹  杨洁敏 
(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  以往研究指出青少年阶段是情绪障碍的高发时期, 各种情绪问题深刻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通过

文献分析得出青春期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即个体对压力事件做出反应的稳定方式)可能是决定青少年情绪

障碍易感程度的核心因素; 而认知训练可降低该易感性, 从而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了验证上述观点, 

综合采用行为调查与生理测量, EEG/ERP 与 fMRI 手段, 拟开展如下 4 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青春期发育阶段

影响个体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大脑机制; 2)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发育阶段的交互作用对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

响及大脑机制; 3)认知训练(包括注意训练、解释训练与接受训练)对健康青少年负面情绪易感性的调节作用及

大脑可塑性机制; 4)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症患者情绪应对方式与临床症状的影响及大脑可塑性机制。

通过上述系列研究, 揭示青少年更高情绪障碍易感性的认知神经机制, 找出并培养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情绪应对方法, 从而为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  易感性; 青春期发展; 应对方式; 认知训练; 情绪障碍 

分类号  R395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众多研究表明青春期
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情绪障碍发生率陡然上升的时

期(Angold & Rutter, 1992; Forbes, Phillips, Silk, 
Ryan, & Dahl, 2011; Force, 1996; Hankin et al., 
1998; Joinson et al., 2012; Ozer, Macdonald, & 
Irwin Jr, 2002)。面对诸如生理、心理、人际等各
方面急剧变化带来的适应压力(Ladouceur, 2012; 
Schulz, Molenda-Figueira, & Sisk, 2009; Spear, 
2010), 青春期各类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儿
童期(Ge et al., 2003; Hankin, 2006; Kessler et al., 
2005; Patton & Viner, 2007; Spear, 2009)。各类情
绪障碍 , 如焦虑症 , 抑郁症 , 心境烦躁症等严重
妨碍着众多青少年的正常学习, 发展与社会适应
(Deardorff et al., 2007; Patton & Vin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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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chen, Stein, & Kessler, 1999)。而且, 青春期情
绪困扰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证

明青春期抑郁症状显著影响个体在成年期的心理

健康水平(Carballo et al., 2011; Lewinsohn, Rohde, 
Seeley, Klein, & Gotlib, 2003)。近年来, 青春期高
情绪障碍发生率现象进一步引起了精神病学与心

理学等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 并逐渐成为了新的
研究热点。国际权威的医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

杂志《Lancet》、《Nature Neuroscience》、《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Psychological Bulletin》、
《Child Development》多次就青春期与情绪障碍
这一主题发表研究报告 ,理论综述与评论文章
(Copeland et al., 2010; 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 Patton & Viner, 2007; Sisk & Foster, 2004)。 

然而, 生活中人们对压力事件不同的应对方
式往往导致截然不同的情绪后果。与情景性的情

绪调节不同,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对压力事件做出
反 应 的 稳 定 方 式 , 具 有 跨 情 景 的 一 致 性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应对方式与个
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Garnefski, Koopman, Kraa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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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Cate, 2009; Matud, 2004)。健康的应对方式(如
注意转移、认知重评、接受策略)可以减低个体的
负面情绪易感性, 从而减少情绪障碍发生的可能
性(Garnefski, Legerstee, Kraaij, Van Den Kommer, 
& Teerds, 2002; 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6; Kanske, Heissler, Schönfelder, Bongers, 
& Wessa, 2011; Rood, Roelofs, Bögels, & Arntz, 
2012)。相反, 不健康的应对方式(如负面思考、否
认、情绪聚焦等)却增加个体的负面情绪易感性, 
从而增大了情绪障碍发生的可能性(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Hankin, 2006; Hankin & 
Abramson, 2001; Hankin, Abramson, & Siler, 2001)。
青春期面临的各种压力(如生理适应压力, 人际关
系压力, 学业成就压力等), 使得青少年出现负面
情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但可以预期应对方式的
不同将使得个体产生情绪困扰的可能性和程度不

尽相同。因此, 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可能是决定青
少年情绪障碍易感程度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 , 
由于青少年处于生理与心理发育的关键期, 其大
脑结构和功能处于变化之中(Giedd et al., 1999; 
Lenroot & Giedd, 2006; Luna, Padmanabhan, & 
O’Hearn, 2010; Peper, Hulshoff Pol, Crone, & Van 
Honk, 2011), 具有良好的认知与大脑可塑性
(Andersen, 2003; Dahl, 2004), 因此有望通过认知
训练使其习得更健康的情绪应对方式, 去除不健
康的应对方式, 最终降低个体产生情绪障碍的易
感性以保持身心健康。青春期情绪障碍显著影响

个体在成年期的心理健康水平 (Carballo et al., 
2011; Lewinsohn et al., 2003; Strober et al., 1995), 
因此, 改变青少年的不良应对方式以降低其情绪
障碍易感性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 传统的临床
治疗方法, 无论是药物治疗或诸如满贯疗法、合
理情绪疗法等行为认知疗法, 其针对对象均是情
绪障碍患者, 而难以鉴别出具有易感性的正常个
体并降低其发生情绪障碍的可能性。与这些临床

方法不同的是, 认知训练方法(如认知偏向矫正程
序1)不但简便易行, 也具有更广的适用范围：不但

                     

1 认知偏向矫正程序(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CBM),  

其目的是训练被试习得在负性刺激下将注意转向中性或

正性内容(注意转移), 或为负性事件寻求积极解释(正向解

释)(Mobini, Reynolds, & Mackintosh, 2013)�。 

可以鉴别并降低正常个体的易感性水平, 起到预
防的效果; 也可适用于障碍人群, 帮助其减轻症
状、恢复健康。 

基于此,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进一步
综合运用传统行为学、测量学及 EEG/ERP、fMRI
等神经成像手段设计一系列实验, 解决如下两个
核心问题：(1)认知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
感性的影响及大脑机制; (2)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
绪障碍易感性的调节作用及其大脑可塑性机制。

通过系统探讨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

障碍易感性的影响及大脑机制, 其科学价值不仅
在于揭示青少年情绪应对方式与大脑可塑性的秘

密, 更在于深入揭示认知训练能否以及多大程度
上可降低青少年对负面事件的情绪易感性, 从而
为身心健康的维护及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奠定理

论与实践基础。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青春期与情绪障碍易感性 
青春期个体对情绪障碍的易感性显著高于个

体发展的其他时期(Ladouceur, 2012; Merikangas 
et al., 2007; Patton & Viner, 2007; Pine, Cohen, 
Gurley, Brook, & Ma, 1998)。在心理学中, “易感
性”常被用于描述个体的情绪状态容易受负性事
件影响的程度 , 因此也被称为 “负性情绪易感
性 ”(Bettencourt, Talley, Benjamin, & Valentine, 
2006; Caprara et al., 1985)。众多研究表明, 青春期
诸如抑郁症, 惊恐症, 社交焦虑, 强迫症, 心境恶
劣等各类情绪障碍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儿童期(Ge 
et al., 2003; Hankin, 2006; Kessler, Avenevoli, & 
Ries Merikangas, 2001; Kessler et al., 2005; Patton 
& Viner, 2007; Spear, 2009)。 

为什么青春期相比儿童期个体更容易出现情

绪障碍？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生理变化及相关心理

社会因素所带来的适应压力, 是青春期个体易患
情绪障碍的主要原因 (Ge et al., 2003; Hankin, 
2006; Hayward & Sanborn, 2002; Hyde et al., 2008; 
Patton & Viner, 2007)。首先, 青春期激素水平和生
理特征的急剧变化使得男女青少年均容易出现适

应困难从而产生情绪困扰 (Ge et al., 2003; 
Ladouceur, 2012)。并且, 青春期急剧变化的激素
水平本身也增强了个体神经系统对情绪事件的敏

感性(Spear, 2009; Stroud et al., 2009; Yuan,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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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Chen, & Li, 2014), 且有证据表明性激素变
化水平与个体的抑郁症状直接相关 (Angold, 
Costello, Erkanli, & Worthman, 1999; Patton & 
Viner, 2007)。其次, 随着生理发育的加速, 青少年
的活动范围扩大, 随之而来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压
力, 尤其是同伴拒绝或亲密关系破裂带来的压力
(Hankin & Abramson, 2001; Hankin, Mermelstein, 
& Roesch, 2007)。研究证明, 青春期的负性生活事
件很大一部分与人际关系有关; 这些人际关系因
素是青少年产生情绪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 (Ge, 
Natsuaki, & Conger, 2006; Hankin & Abramson, 
2001; Steinberg & Morris, 2001)。第三, 随着生理
的快速发育, 个体对其性别角色的认同开始被强
化, 最终使得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愈来愈接近社会
对其性别的期望(Hyde et al., 2008; Kreukels & 
Cohen-Kettenis, 2011)。具体而言, 相比儿童期, 从
青春期开始社会环境(如同伴, 媒体和家庭)开始
更加期望男孩变得有男子汉气概、果敢、自信以

及女孩变得女性化、顺从与被动 (Kreukels & 
Cohen-Kettenis, 2011); 这使得青少年需要调整认
知与行为方式(Hankin et al., 2001; Hyde et al., 
2008)。有证据表明青春期是个体性别角色认同障
碍高发的时期, 并且性别角色适应不良是青春期
心境恶劣症发生率升高的重要来源 (Bradley & 
Zucker, 1997; Patton & Viner, 2007)。第四, 青春期
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青少年进入
初中或高中。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其学业成绩等

成就的期望, 决定了青少年也面临着更大的成就
压力(LaRue & Herrman, 2008; Lazaratou, Dikeos, 
Anagnostopoulos, & Soldatos, 2010)。研究显示, 与
儿童期不同的是, 青少年开始思考长远人生目标
与职业生涯并开始付诸努力; 且学业等成就压力
水平与青少年情绪疾患(如强迫症)以及药物滥用
等问题行为有直接联系(LaRue & Herrman, 2008; 
Lazaratou et al., 2010)。第五, 青少年是个体生理
和心理发展较为显著的时期。随着生理的迅速发

展成熟 , 促使其获得成人感 , 自我意识高涨 , 强
烈要求获得独立和自主(Spear & Kulbok, 2004), 
渴 望 摆 脱 父 母 的 束 缚 和 控 制 (Steinberg & 
Silverberg, 1986), 对曾经盲目遵从的父母权威开
提出质疑(Smetana, 1988), 导致青春期亲子冲突
的加剧(Allison & Schultz, 2004)。研究表明, 亲子
冲突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重大影响(Shek, 

1998)。高水平的亲子冲突往往与青少年的抑郁症
状和攻击行为有密切联系(Lai & McBride-Chang, 
2001; Lee, Wong, Chow, & McBride-Chang, 2006)。
此外,相比儿童期, 青春期个体更加关注身体形象
(如男孩开始关注是否体格高大健壮而女孩开始
关注身材是否苗条)。对身体形象和外表的不满和
担忧、缺乏身体自尊也是导致更多情绪困扰的重

要原因(Hankin & Abramson, 2001; Hyde et al., 
2008)。由于缺乏情绪应对技巧 (Compas, Jaser, 
Dunn, & Rodriguez, 2012; Garnefski et al., 2002), 
加之前额叶控制功能尚未成熟(Casey, Tottenham, 
Liston, & Durston, 2005; Steinberg, 2005), 青少年
相比成人更容易对压力事件进行负面推论与自我

否定(Hankin, 2006)。正如压力—认知交互作用模
型所推论(Abramson et al., 2002), 上述压力源可
能与不良认知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导致青少年更容

易出现各种情绪障碍(Hankin & Abramson, 2002; 
Hyde et al., 2008; Morris, Ciesla, & Garber, 2008)。 
2.2  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 

生活中人们对压力事件的应对方式往往因人

而异。对情绪事件的应对可以通过注意选择、评

价与解释, 以及外显行为而实现(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MacLeod & Mathews, 2012)。与
寻求帮助、情绪宣泄等行为方法不同, 注意选择
和评价解释是通过认知方法实现的情绪应对方式, 
即认知应对方式。首先, 对负性事件的注意方向
显著影响个体的负面情绪易感性。 已有研究一致
显示对负性事件的注意聚焦(将注意指向于事件
本身及其情绪后果)显著增强负面情绪和情绪记
忆, 从而增强了情绪障碍产生的可能性(Hankin & 
Abramson, 2001; Matud, 2004)。相反, 对负面信息
的 注 意 转 移 和 分 心 可 降 低 情 绪 反 应 水 平

(Broderick, 1998; Kanske et al., 2011), 并与外倾
人 群 更 高 的 主 观 幸 福 感 相 关 (Amin, Todd 
Constable, & Canli, 2004; Yuan et al., 2012)。此外, 
根据其情绪后果的不同, 通过解释评价的应对方
式可划分为适应性的应对方式与适应不良的应对

方式。 
适应性的认知应对方式主要有认知重构与接

受策略。认知重构即是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认

知方式。对负性情绪事件进行正向、积极的思考, 
尝试找出负性事件的积极面, 或对其进行幽默式
的思考(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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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认知重构能有效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Gross, 2001; Ochsner et al., 2004); 有利于发现个
人价值, 并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而与抑郁易感
性成负相关(Garnefski et al., 2002; Rood et al., 
2012)。接受是指接纳事件的情绪影响, 理解该影
响存在的真实性, 而不是尝试去改变和拒绝负性
情绪(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有关成人
的研究发现习惯通过接受方式应对负性事件的个

体具有较低的抑郁水平 (Hayes et al., 2006; 
Shallcross, Troy, Boland, & Mauss, 2010; Tull, 
Gratz, Salters, & Roemer, 2004)。相反, 负面思考
(如将考试失败归因于自己愚笨)、功能失调性态度
(如把自我价值建立在完美表现或他人评价基础
上), 否认(即否认负性事件的影响 , 隐藏情绪感
受)、情绪聚焦(即把注意纠结于负性事件及其情绪
感受)与妄想(对负性事件进行不切实际, 奇迹般
的幻想)等适应不良的认知方式却增加个体的负
面情绪易感性, 从而增大了情绪障碍发生的可能
性 (Broderick, 1998;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Hankin, 2006; Hankin & Abramson, 2001; 
Hankin et al., 2001)。  

尽管情绪应对方式具有稳定性(Bolger, 1990;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 但并不是无法
改变的。例如, 近期有关成人的研究证明, 认知训
练可使焦虑症患者习得转移对情绪事件的注意

(注意训练)及正向解释情绪事件(解释评价训练), 
最终降低患者的焦虑水平及正常人群患焦虑症的

可能性(Beard, 2011; MacLeod & Mathews, 2012; 
Mobini, Reynolds, & Mackintosh, 2013)。而且, 来
自成人的研究证明, 认知训练不仅能降低负面情
绪与情绪障碍易感性(Kaviani, Javaheri, & Hatami, 
2011; MacLeod & Mathews, 2012), 还能降低自我
否定倾向, 从而保护自尊在压力情境下不受损害
(Tran, Siemer, & Joormann, 2011)。除此之外, 来自
成人的研究表明接受训练是另一种有效降低抑郁

与焦虑水平的认知训练方法(Kaviani et al., 2011; 
Swain, Hancock, Hainsworth, & Bowman, 2013)。
可见 , 认知训练可帮助个体去除不良应对方式 , 
而习得诸如注意转移, 正向解释与接受等适应性
的应对方式。且相较于传统药物治疗或认知行为

疗法, 认知训练无须看临床医生, 其实施主要以
电脑和网络为基础, 因此具有简单易行, 经济便
利等优点(Carlbring et al., 2012; See, MacLeod, & 

Bridle, 2009)。2012年, 世界权威的精神病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发表社论专门
指出：通过认知训练治疗临床情绪障碍是值得关

注的新取向(MacLeod & Holmes, 2012)。可见通过
认知训练治疗情绪障碍、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已成
为新的研究热点。 

3  问题的提出 

综上可知, 青春期个体的负面情绪及情绪障
碍易感性显著高于儿童期, 这与青少年相比儿童
面临更大的适应压力有关。这提示青少年个体对

各种压力的应对方式, 将成为这一时期个体身心
健康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正如 Hankin(2006)所
推论, 青少年更高的情绪障碍发生率可能是适应
不良的认知应对方式, 如负面推理, 情绪聚焦等
与压力源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 直接针对这一
推论的具体研究尚不充分(Hyde et al., 2008), 且
既 有 调 查 研 究 结 果 缺 乏 一 致 性 (Hankin & 
Abramson, 2002; Hankin et al., 2001; Lewinsohn, 
Joiner Jr, & Rohde, 2001)。导致该分歧的一个重要
原因, 正如 Hyde 等人所述(2008), 可能是以往研
究被试年龄跨度过大; 且以年龄、年级而不是生
理发育阶段来定义“青少年”(Hankin & Abramson, 
2002; Hankin et al., 2001)。有证据显示, 负面归因
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仅适用于 11 岁以上个体
(Garber, Keiley, & Martin, 2002)。这提示青春期发
育阶段很可能是决定不良应对方式对情绪障碍预

测作用的关键变量。但生理年龄不等于青春期发

育阶段。因此, 究竟上述推论正确与否尚不清楚, 
需要测量与操纵青春期发育阶段方能确定。因此, 
有必要系统操纵青春期发育水平, 以探讨青春期
各发育阶段个体面对压力源的应激程度, 个体对
负性事件的认知应对方式以及个体的焦虑 /抑郁
水平有何变化。从而揭示应对方式如何与青春期

发育阶段相互作用导致青少年更高的情绪障碍易

感性。 
另一方面, 有关应对方式与青春期情绪障碍

的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局限于问卷调查, 缺少定量
的实验研究, 因此无法肯定应对方式与情绪障碍
的关系为因果关系, 更无法确定应对方式影响情
绪障碍易感性的大脑机制。因此, 有必要综合采
用多种技术手段(如行为测量, 生理记录与神经成
像等), 选取情绪健康, 青春期发展阶段不同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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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以探讨实验室模拟相关压力源条件下(如人际
压力 , 成就压力等), 各种认知应对方式(如正向
解释 vs. 负面思考; 注意转移 vs. 情绪聚焦; 否
认 vs. 接受等)对个体负性情绪水平的影响及其神
经生理机制。这对于清楚揭示应对方式对情绪障

碍易感性的影响及其大脑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此

外, 尽管已知青少年相比儿童具有显著更高的负
性情绪及情绪障碍易感性, 但该现象的大脑机制
却鲜有研究探讨。虽然部分研究涉及了生理机制, 
但也仅限于唾液淀粉酶/皮质醇、瞳孔反应、心率
与血压等生理指标 , 没有涉及大脑神经机制
( Spear, 2009; Stroud et al., 2009)。因此, 有必要采
用 EEG与 fMRI等技术考察青春期阶段不同的个
体加工负性情绪事件的脑内时程特点、EEG频谱
能量及大脑神经基础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 既有研究证明成人个体的情绪
应 对 方 式 (Kaviani et al., 2011; MacLeod & 
Mathews, 2012; Tran et al., 2011)及大脑机制
(McEwen & Gianaros, 2011; Sapolsky, 2003)均具
有一定的可塑性。而青春期是神经系统快速发展

的时期, 也是情绪敏感性发展的关键时期, 其大
脑结构和功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Giedd et al., 
1999; Lenroot & Giedd, 2006; Luna et al., 2010; Peper 
et al., 2011), 这决定了青少年具有相比成人更强
的大脑可塑性(Dahl, 2004)。因此有理由相信对于
处在情绪发展与神经系统发展关键期的青春期个

体, 通过认知训练改变其不良应对方式, 使之习
得健康的应对方式具有相比成人更强的可行性和

更好的实践效果。然而, 尽管有研究指出对认知
应对方式进行早期干预的必要性(Garnefski et al., 
2009; Garnefski et al., 2002), 迄今为止尚无研究
探讨认知训练对青春期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响及

其大脑可塑性机制。特别是, 注意转移, 正向解释
与接受策略这三大认知应对方式的训练能否以及

多大程度上可改变青少年的不良认知方式并使之

习得健康认知应对方式, 从而最终降低负面情绪
的易感性不得而知。再者, 若认知训练能有效降
低健康青少年的负面认知方式与负面情绪易感性, 
那么上述训练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能降低焦虑症, 
抑郁症等情绪障碍青少年的临床症状也需要深入

研究。这对于认知训练方法的推广与临床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拟综合采用行为调查与生理测量, 

EEG/ERP 与 fMRI 手段, 主要解决如下两个核心
问题：(1)认知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
的影响及大脑机制; (2)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障
碍易感性的调节作用及其大脑可塑性机制。为了

回答上述核心问题, 拟开展如下 4 个方面的研究
工作：1)青春期发育阶段对个体负性情绪易感性
的影响及神经机制; 2)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发
育阶段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

响及神经机制; 3)认知应对方式的训练对健康青
少年负面情绪易感性的调节作用及大脑可塑性机

制; 4)认知应对方式的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症
患者临床情绪症状的影响及大脑可塑性机制。通

过上述系列研究, 揭示青少年更高情绪障碍易感
性的认知神经机制, 找出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情绪应对方法, 为情绪障碍的临床治疗奠定理
论与实践基础。 

4  研究构想 

基于以上对青春期情绪障碍易感性、应对方

式及认知训练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综述。在

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进一步综合运用传统行
为学、测量学及 EEG/ERP、fMRI 等神经成像手
段, 系统探讨应对方式与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
障碍易感性的影响及大脑机制。根据两个核心问

题：认知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的影

响及大脑机制; 认知训练对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
性的调节作用及其大脑可塑性机制。本研究做出

了以下研究构想： 
4.1  青春期发育阶段对个体负性情绪易感性的

影响及大脑机制 
本部分研究目的是通过实验方法验证前人调

查数据有关“青春期转化增强负性情绪易感性”的
结论并揭示其神经机制。拟通过操纵青春期发展

阶段, 招募青春期发育阶段不同的青少年各 30名
(男女各半), 包括青春前期、青春早期, 青春中期
与青春后期。采用青春期发育量表与 Tanner 生理
阶段测试共同作为青春期测定方法。被试无情绪

疾患 , 在 Beck 抑郁问卷 , Zung 抑郁自评量表 , 
Spielberger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Zung 焦虑自评
量表得分低于临界值。采用 ERP与 FMRI相结合
的方法完成该研究。实验任务为目标觉察的内隐

情绪任务, 采用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的情绪图片作
为刺激材料。预测结果为, 青春早期与中期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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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期与后期被试, 对负性刺激有更高的情绪
相关脑激活与更强的主观情绪感受。 
4.2  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发育阶段的交互作

用对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响及大脑机制 
如上所述, 除生理变化之外, 青春期相比儿

童期个体也面对着更大的人际关系压力、性别角

色社会化压力、成就压力与身体形象压力等主要

压力源。本部分研究重点考察认知应对方式对青

少年负性情绪易感性的影响及该影响与生理发育

阶段的关系。主要通过 1 项调查研究与 4 项实验
研究实现。 
4.2.1  探讨应对方式在青春期转化导致更高情绪

障碍易感性这一现象中的作用 
本部分研究通过 1 项调查完成, 此调查考察

上述压力源诱发的应激强度与负性情绪水平如何

随青春期发育阶段而变化, 揭示认知应对方式对
应激强度与负性情绪水平的调节作用。 

鉴于既有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没有针对青

春期生理变化, 且未将性别角色社会化、生理变
化和亲子冲突因素纳入考虑(Hankin & Abramson, 
2002), 拟先开发出包括性别角色社会化、生理变
化、亲子冲突等主要压力源, 针对青春期的压力
事件量表。此外, 翻译并本土化国际认可的儿童
青少年版压力应对方式问卷(CCSC)。通过大样本
施测与因素分析的方法(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
析)完成上述工作。 

在此基础上, 采用开发的青少年压力问卷及
应对方式问卷分别测量个体对上述压力源的应激

强度与应对方式。采用青春期发育量表(PDS)与
Tanner 生理发育测量测定被试的青春期发育阶
段, 采用 Beck 抑郁问卷, Spielberger 状态—特质
焦虑问卷, Zung焦虑/抑郁自评量表作为情绪测量
工具。对数据拟进行如下 5 个方面的统计分析：
1)用青春期阶段预测个体的应激强度与应对方式, 
以揭示不同青春期阶段的个体其应激强度与应对

方式有何不同; 2)用青春期阶段预测负性情绪强
度, 以验证青少年更强情绪障碍易感性的既有结
论; 3)用应对方式与应激强度预测负面情绪水平, 
以确定上述因素在情绪障碍产生中的作用; 4)用
应对方式预测应激强度, 以确定应对方式在应激
中的作用; 5)控制应对方式后检验青春期阶段影
响负面情绪的显著性水平, 最终确定应对方式在
青春期转化导致更高情绪障碍易感性这一现象中

的作用。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 logistic回归的
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4.2.2  社会拒绝情景下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阶

段对负面情绪的交互影响及大脑机制 
该实验通过 Cyberball 范式诱发人际拒绝压

力。用青春期发育量表(PDS)与 Tanner Stage完成
青春期测量与分组(青春前期、青春早期, 青春中
期与青春后期)。采用 CCSC应对方式问卷测量被
试的认知应对方式。综合采用行为测量, 外周生
理记录与 FMRI技术作为测量指标。被试(每组 30
人, 男女各半)在实验中需要与两组网友(每组由
两人组成)完成 4个 Run (顺序: ABBA)的游戏。按
照网友将球传给被试的频率, 两组网友被分入两
个条件：公平条件(1/3概率; RunA)与社会拒绝条
件(5%概率; RunB)。被试招募的标准是身心健康, 
无情绪疾患, 在 Beck 抑郁问卷, Spielberger 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上的得分低于临界值。在每个
Run开始之前, 使用 PANAS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与压力知觉量表进行心境
与压力知觉的前测。在每个 Run 结束之后, 进行
心境与压力知觉后测, 并采用需求威胁量表测量
被试在该 Run中被接纳/拒绝的程度。实验结束后
施测 CCSC; 并要求被试从提供选项中选出其应
对 “社会拒绝”的具体方式并对其程度进行 5点量
表评分。此外, 在每个 Run开始与结束的时候, 分
别测量被试的心率、皮肤电、皮温等生理指标。

重点记录分析每个 Run 中“两网友”相互掷球条件
下被试的脑激活。实验结束后给被试播放一组风

景图片, 让其想象处于该情景之中, 作为情绪恢
复程序。被试接球的时间位置随机分布。预期结

果为, 青春期被试面对社会拒绝信息将比青春前
期被试出现更高的负面情绪效应, 而应对方式将
调节这一效应的强度。 
4.2.3  性别角色强化下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阶

段对负面情绪的交互影响及大脑机制 
被试筛选方式、应对方式与压力知觉测量、

心境测量、青春期测量与分组方式同上述实验。

拟采用内隐联想测验, 多导生理记录及 ERP 技术
相结合的方法实现性别角色强化压力的诱发与测

量。本实验采用 block设计, 共有 4个 block (顺序：
ABBA)及 2个实验条件。在压力条件下, 拟从Bem
性别气质问卷中选择 4 个典型描述男性气质的词
语(如：独立, 果断等; 随机分入两个 block)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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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描述典型女性气质(如：温柔, 害羞等; 随机分
入两个 block)的词语, 以及另外两个性别描述词
语：“男性”、“女性”。要求 “男性”或男性气质词
语出现时按 F 键, 而“女性”或女性气质词语出现
时按 J 键。其目的是使被试将“男性”与典型男性
特质连结而将“女性”与典型女性特质连结, 从而
诱发性别角色强化压力。在对照条件下, 从 Bem
性别气质问卷中挑选出两组性别气质无关词汇分

别与“男性”或“女性”共享按键方式。被试对“男性” 
(及共享按键方式的词语)与“女性” (及共享按键方
式的词语)的反应方式进行组内被试间平衡处理。
在每个 block 开始, 结束与情绪恢复阶段分别记
录与测量被试心率, 皮肤电等生理指标。预期结
果为, 青春早期与中期被试面对性别角色强化压
力比青春前期被试具有更高的负性情绪反应, 而
认知方式将调节这一青春期效应。 
4.2.4  成就压力下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阶段对

负面情绪的交互影响及大脑机制 
被试筛选方式 , 应对方式与压力知觉测量 , 

心境测量、青春期测量与分组方式同上述实验。

综合采用生理记录, 以及 ERP 与 fMRI 相结合的
方法实现该研究。由于青少年的成就压力多与学

业成就有关, 拟使用社会反馈与 n-back 工作记忆
任务相结合的方法, 以提高青少年成就压力诱发
的生态效度。在指导语中明确告诉被试将完成一

项可预测学业成功概率的记忆测试, 并且有一位
与被试同年龄性别的被试在隔壁实验室完成同样

的任务。本实验包含 2个条件：控制条件(低记忆
负荷, RunA)与成就压力(高记忆负荷, RunB)条件; 
由 4个 Run实现(顺序：ABBA)。低记忆负荷条件
通过 1-back 任务实现。高记忆负荷条件通过
3-back 任务实现。在被试做出记忆判断之后, 给
出其判断快于还是慢于其同龄人的反馈。每个

Run 开始、结束与情绪恢复阶段分别记录被试心
率、皮肤电、皮温等生理指标。预期结果为, 青
春期被试相比青春前期被试对成就压力具有更高

的负性情绪反应, 而认知方式将调节这一青春期
效应。 
4.2.5  亲子冲突压力下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阶

段对负面情绪的交互影响 
被试筛选方式、应对方式与压力知觉测量、

心境测量、青春期测量与分组方式同上述实验。

拟采用多导生理记录技术实现该研究。除了被试

身心健康, 状态—特质焦虑测量与抑郁测量低于
临界值之外, 还需记录与测量被试最近一个月内
与父母发生冲突的次数与程度(7点量表); 从而考
察青春期阶段对亲子冲突及其程度的预测作用。

本实验采用 block 设计, 共有 4 个 block (顺序：
ABBA)及 2 个实验条件：对照条件(blockA)与亲
子冲突压力(blockB)条件。拟从网上下载亲子冲突
有关的情景图片与亲子正常交往的情景图片各 25
张(实验前进行图片材料的标准化评定)。被试的任
务是对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评定。在每个

block 开始, 结束与情绪恢复, 分别进行心境与压
力知觉测量, 同时记录与测量被试心率、皮肤电
等生理指标。已有文献表明, 在青春早期和中期
亲子冲突开始加剧 (Allison & Schultz, 2004; 
Galambos & Almeida, 1992), 到了青春期后期亲
子冲突开始减弱(Laursen, Coy, & Collins, 1998)。
因此 , 预期结果为 , 相比青春前期和后期 , 青春
早期与中期被试可能具有更高的亲子冲突水平 , 
并且对亲子冲突压力(亲子冲突情景图片)具有更
高的负性情绪评定与生理活动水平。而认知方式

将调节这一青春期效应。 
4.2.6  身体形象压力下认知应对方式与青春期阶

段对负面情绪的交互影响 
被试筛选方式、应对方式与压力知觉测量、

心境测量、青春期测量与分组方式同上述实验。

综合采用多导生理记录与 ERP技术实现该研究。
除了被试身心健康, 状态—特质焦虑测量与抑郁
测量低于临界值之外, 另一个被试招募标准是参
加实验的各组被试(N=36; 男女各半)其身高低于
班级平均数。对被试施测青少年身体自尊量表。

本实验采用 block 设计, 共有 4 个 block (顺序：
ABBA)及 2 个实验条件：对照条件(blockA)与身
体形象压力(blockB)条件。在每个 block 开始, 结
束与情绪恢复阶段分别记录与测量被试心率, 皮
肤电等生理指标。预期结果为, 青春初期与中期
被试相比青春前期被试对负面身体形象刺激具有

更高的负性情绪反应, 而认知方式将调节这一青
春期效应。 
4.3  认知训练对健康青少年负面情绪易感性的

调节作用及大脑可塑性机制 
上述系列设计从不同层面探讨认知应对方式

与青少年情绪障碍易感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

之上, 本部分研究将探讨注意, 解释与接受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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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训练能否及如何改善青少年的情绪应对

方式, 从而降低情绪障碍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已
有研究证明青春期情绪障碍主要发生在青春早期

与中期(Ge et al., 2003), 因此本部分研究将主要
以青春前期与中期被试作为研究对象。 

被试招募的标准同上述实验。按照训练方法

(3水平：注意, 解释与接受)与组别(2水平：训练
组 , 控制组 )两因素的正交 , 将被试分为 6 组
(N=18)。在训练程序开始之前, 先采用调查与实验
相结合的方法对被试面对人际关系、学业成就、

性别角色强化、亲子冲突与身体形象 5 种典型压
力的情绪状态、应对方式与压力知觉进行前测。

其方法沿用 4.2的 4个实验的方法, 即上述 6组被
试均需接受人际关系、学业成就、性别角色强化

与身体形象压力的 4 种实验处理。接受处理的顺
序进行组内拉丁方平衡。前测之后, 每组被试开
始接受相应应对方式训练。接受训练 1月后, 对 6
组被试进行实验后测, 观察各训练组面对前述 4
种压力情景其情绪状态、应对方式、压力知觉相

比控制组有无显著变化。后测方法仍沿用 4.2 的
四项实验设计。3 个月后再测其认知应对方式与
焦虑/抑郁水平, 以揭示认知训练是否有利于个体
的长远心理健康。 
4.3.1  注意训练方法与程序 

用认知偏向矫正的思想(Beard, 2011)实现注
意训练。训练目的是让被试习得面对负性刺激时

将注意转移到情绪无关的刺激或刺激维度上。拟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里选择负性情绪图片与中性

图片, 将负性图片与中性图片制作配对, 组成上
下结构(或左右结构)的组合图形。训练程序以电脑
呈现, 首先呈现时间长度在 500~900 ms之间随机
的注视点。之后呈现组合图形 500 ms。提示被试
随后的目标刺激将出现在组合图形中某一张图的

位置。组合图形消失之后, 呈现目标刺激(两个水
平放置或竖直放置的圆点)。被试的任务是判断两
圆点的位置关系：若两圆点水平呈现, 请尽快按 F
键反应; 若两圆点竖直呈现, 则尽快按 J键反应。
对于训练组的被试而言, 绝大多数试次目标刺激
均出现在中性图片的位置(如 95%); 而对于控制
组被试而言, 目标刺激出现在负性刺激之后还是
中性刺激之后的概率相等。负性刺激在组合图形

中的位置随机, 且目标刺激的组成结构(水平或竖
直)随机。 

首次注意训练在实验室由主试指导完成。随

后, 请被试每周完成 3 次网络版的训练程序, 并
持续 4 周。在此期间, 要求被试记录每天发生的
生活事件, 并要求训练组被试采用转移注意的方
法应对压力性生活事件。控制组被试仅需记录下

每天的生活事件即可。2 周之后对训练效果采用
CCSC应对方式问卷与行为程序进行检验。1个月
后进行后测。行为检验程序如下：先呈现由负性

与中性图片组成的拼图(左右结构), 随后在左侧
或右侧呈现目标刺激(如 “十”)。目标的位置完全
随机, 与线索无关。若目标出现在左侧请尽快按
F, 若出现在右侧则尽快按 J; 从而检测被试对负
性刺激注意脱离的情况。 
4.3.2  解释训练方法与程序 

拟通过 Mathews和 Mackintosh (2000)开发的
情景范式的改编版实现解释训练。该任务给被试

呈现各种生活情景(如人际关系等)的句子。要求被
试想象自己处于所描述的情景之中, 而且是事件
的主角。但句子意义不完整, 需要随后的关键信
息才能消除歧义。被试在成功理解句子描述的情

景并完成想象之后, 按空格键便可看到两个消除
歧义的选项。被试的任务是选择其中一个选项使

得句子意义完整。“关键信息”包含消极选项或积
极选项 , 分别代表对情景予以负面或正面的解
释。被试在做出选择之后, 计算机将突出被试的
选择, 之后将得到其选择正确与否的反馈。 对于
解释训练组, 当被试选择负面关键信息解释情景
时, 将得到负面反馈(错误！); 而每当被试选择正
面信息解释情景时, 将得到正面反馈(正确！)。对
于控制组, 被试得到“正确”或“错误”的反馈概率
相等。 

被试的首次解释训练在实验室里由主试指导

完成。随后, 请被试每周完成 2 次在线版的训练
程序, 并持续 4周。在此期间, 要求被试记录每天
发生的生活事件, 并要求训练组被试对压力性生
活事件进行正面解释。控制组被试仅需记录下每

天的生活事件即可。2 周之后对训练效果采用
CCSC应对方式问卷与行为程序进行检验。1个月
后进行实验后测。行为检验程序仍然采用意义模

糊 , 但被试未曾见过的情景句子作为测验情景 , 
并要求被试评定 4 个清晰句子与上述情景句子的
相似性：1积极解释上述情景的句子、1消极解释
上述情景的句子; 以及 2 个与测验情景无关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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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消极句子(以确认训练结果是解释方向的改变
而不是反应倾向)。 
4.3.3  接受训练方法与程序 

拟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选择 16 套效价/唤醒
度完全匹配的情绪图片集, 其中负性 8套, 中性 8
套。每套图片集包含 30张图片。训练时将 1套负
性图片与 1 套中性图片完全随机呈现 30 min, 每
张图片呈现 30 s。要求训练组被试观看负性图片
的同时, 完全接纳和理解既有的情绪感受, 并让
其自然流露, 不加控制。而要求控制组被试在观
看图片的时候在心里平静的默默估计时间, 如果
觉得图片呈现了 30 s, 请按空格键。 

接受训练的指导语如下： 
“请尝试接受你在观看图片过程中产生的任

何情绪 , 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图片描述的情景中 , 
当情绪产生时, 允许自己在内心去体验这些情绪, 
并可以通过表情动作自然的流露出来, 对这些情
绪保持开放、接纳的态度, 不要试图去控制或改
变它们。理解你有情绪起伏是很自然的现象, 就
跟天空中飘过的云朵一样。因此, 让你的这些情
绪自然的流淌, 不要判断此时的情绪是好、是坏、
想要还是不想要。比如, 如果一张图片让你感觉
到害怕 , 允许自己的内心接受这种害怕的情绪 , 
并允许自己通过表情和动作表现出来。如果你觉

察到自己已经开始评价或控制此时的情绪感受和

反应, 请仅仅注意到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然后缓
慢温和的将你的注意力放到观察和接受此刻的情

绪感受上即可(改编自：Dunn, Billotti, Murphy, & 
Dalgleish, 2009)。 

首次训练在实验室由主试指导被试完成。随

后, 请被试每周完成 2 次网络版训练程序, 并持
续 4 周。在此期间, 要求被试记录每天发生的生
活事件, 并要求训练组被试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以
接纳, 开放的态度对待。控制组被试仅需记录每
天的生活事件即可。2周后对训练效果采用 CCSC
进行检验。1个月后进行后测。 
4.4  认知训练对焦虑/抑郁青少年应对方式与临

床症状的影响及大脑可塑性机制 
拟选取焦虑或抑郁得分高于临界值的被试约

96 名参加该研究。研究方法与研究 4.3 相似。为
了节约研究成本, 本研究控制组不接受任何处理, 
且以社会拒绝范式作为前后测应激诱发的主要手

段。为了排除“安慰剂”效应, 本研究采用双盲设计, 

即主试与被试均不知道训练程序可能缓解焦虑 /
抑郁症状。将情绪障碍被试按照障碍类型(2水平：
焦虑症、抑郁症)、训练类型(4水平：注意训练、
解释训练、接受训练与控制组)划分为 8组。以观
测接受认知训练后, 青少年患者静息态脑活动、
认知应对方式、临床症状、以及社会拒绝范式诱

发的应激水平及相关神经活动是否相比训练之前

有显著变化, 从而为采用认知训练治疗情绪障碍
提供实践基础。 

5  总结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总结分析, 本研究提出不
良应对方式可能是青春期更高情绪障碍易感性的

重要原因, 且认为认知应对方式的训练可能降低
青春期个体的情绪障碍易感性水平。总结起来 , 
具有如下主要意义与创新之处：1)针对青少年具
有更高的情绪障碍发生率的神经机制鲜有研究探

讨 , 本研究提出通过实验方法验证“青春期转化
增强负性情绪易感性”这一前人调查结论并探索
其大脑机制。2)操纵青春期发育阶段以探讨认知
应对方式对青少年负面情绪易感性的影响。通过

设计便于实验室操纵且便于神经机制研究的系列

实验, 分别探讨在各种适应压力情景下, 认知应
对方式如何与发育阶段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更高的

负面情绪易感性。因此, 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
研究过于依赖问卷调查的不足。3)引入认知训练
的思想和方法, 以探讨通过认知训练能否以及多
大程度上可改变易感时期(青春早期与中期)青少
年的不良认知方式, 以降低该群体情绪障碍的易
感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利于揭示青少年

情绪神经环路的可塑性, 也有利于找出简便易行
的情绪障碍预防方法, 从而降低易感人群情绪障
碍的发生率。4)将认知训练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
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 以揭示对各种认知应对方
式的训练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患者去除不良应对方

式而习得健康应对方式, 从而减轻其临床症状。
因此, 有利于揭示认知训练治疗情绪障碍的临床
效果, 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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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Emotional Coping Style and Cognitive Training on the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Affective Disturbances 

YUAN Jiajin; LIU Yingying; YANG Ji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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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rior studies indicated a prevalence of affective disturbance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various 
affective disturbances influence adolescents' physical- mental health profoundly. By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affective disturbances in adolescents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ir 
emotion coping style, and that cognitive training may decrease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affective 
disturbances, consequently to enhance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using 
behavioral/physiological methods, EEG/ERP, and fMRI measures, this project plans to conduct the 
following four studies: 1)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mpact of pubertal development on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negative emotions; 2)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s of cognitive coping style and pubertal 
status on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negative emotions; 3) how cognitive trainings (attention, 
interpretation or acceptance training) dampen healthy adolescents' susceptibility to negative emotions and 
neural plasticity mechanisms;4)how cognitive trainings modify the anxious/ depressive adolescents' emotion 
coping styles,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these influenc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series of studies is to unravel cognitive-neural mechanisms of adolescents' vulnerability to affective 
disturbances, to find and cultivate healthy coping styles, and to lay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bas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affective disturbances. 
Key words: susceptibility; pubertal development; coping style; cognitive training; affective disturbances 




